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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

———以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为中心的考察 

宋　俭,刘力维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活动中诞生的.对马克思主义著

作的学习、研讨和宣传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

织几乎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以董必武、陈潭秋等为代表的武

汉早期党组织成员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还历

史地承担起了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不是由工人运动直接推动而是由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直接推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一个重要特点.重视全党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即形成的一大传统,并贯穿于中国

共产党百年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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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共产主义使命型政党,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共产主义奋斗是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筹备建党之时就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使命明

确写进了自己的宣言中:“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１]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前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

到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建立起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习,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解

决中国问题;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担

当,他们到工人中去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

上的”[２],“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３]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回顾中国共产党

百年历史,重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主要法宝.本文拟以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成员为主要分析样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的考察,揭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的这一重要传统和

经验.

　　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

　　石川祯浩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成立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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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讨、翻
译、宣传活动中,产生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中

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几乎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团体的基

础上建立的,如上海早期党组织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北京早期党组织是在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长沙早期党组织是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济南早期党组织是

在“康米尼斯特”(英文“共产主义”音译)学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情况稍有不同,是
由上海早期党组织联系武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即“分别在武昌、汉
口领导建立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５].广州早期党组织的情况与武汉相

似,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先成立党的早期组织,而后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理论学习中了解马克

思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进而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共

同的特点,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特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蔡和森、
周恩来等都是如此,在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身上,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

董必武是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的主要代表,也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由民主主义者

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１９１９年春,董必武在上海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遇到了湖北同乡李

汉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他在留学日本期间,
深受河上肇、堺利彦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通过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建立起了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他于１９１８年底回国,后成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主要成员,他
译介过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翻译的马尔西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是«资本论»在中国最早的

通俗读本,被认为“占据了我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地位”[６].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一九一

九年五四运动时,我从鄂西到上海,这时,李汉俊(湖北人)从日本毕业回来经常和我闲谈社会活

动情况,有人说俄国是过激党进不得,马克思主义的书看不得.当时有股劲,你说看不得我非看不可.
我们就想法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

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
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７]董必武明确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是１９１９年在申(即
上海)”,那时“李汉俊刚从日本回国,常谈俄国消息.五四运动后,我们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

克思主义.先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从李汉俊那里知道许多俄国的消息.看«资本论入门»和考

茨基的书”.正是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

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８]从董必武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李汉俊的影

响下,通过研读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潭秋则是受到董必武的影响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转变为

共产主义者的.１９１９年６月中旬,作为武汉地区五四学生运动主要领袖的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团

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结识了正在上海的董必武,董必武为陈潭秋介绍了许多马克思

主义著作、俄国革命书籍和国内进步书刊,并悉心指点,两人在一起研读交流了两个多月,对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来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相互交流学

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回汉后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

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９]１９２０年３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创建了私立武汉中学,学校引进

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供师生传阅和学习,一批担任教师的进步知识分子还指导学生们阅读和

学习«新青年»«共产党»«星期评论»«觉悟»等马克思主义刊物.董必武、陈潭秋亲自指导学生会主办

«武汉中学周刊»(后改为月刊),编写«政治问答»交流读书心得,发表宣传革命的文章.武汉中学成为

湖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祥地.时人回忆:“湖北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由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

(几个月后他就不干了)等组织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传播,在武汉中学内很少受到阻碍”,“董、陈
二人在武汉中学学生中影响最显著”[８].

恽代英虽然不是董必武、陈潭秋等发起建立的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但他与林育南等

于１９２１年夏在湖北黄冈发起建立的共存社也是一个具有早期地方党组织性质的共产主义团体,其宗

２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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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１０].共存

社的主要成员在中共一大后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恽代英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他自承:“我信

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１１]１９２０年初,恽代英与林

育南等创办利群书社,经销«新青年»«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由是接触马

克思主义学说,并与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开始认真研读马克

思主义著作,尤其对唯物史观发生了深深的兴趣.１９２０年下半年,恽代英受陈独秀的委托翻译考茨

基的«阶级争斗»,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较

深刻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

主义社会作了简要描绘.“此书的翻译对恽代英同志的政治思想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１２].显然,
恽代英也是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争斗»一书不仅对

于恽代英的思想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史上亦影响甚大,中国共产党的

早期成员中有不少是通过阅读包括«阶级争斗»在内的“新青年丛书”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后

来谈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

著.”[１３]周恩来也谈到:“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

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１４]

１９２０年９月,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建立(董必武回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名称为“共产主义研

究小组”;陈潭秋回忆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回忆为“共产党武汉支部”),最初成员有董必武、
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以包惠僧为书记.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中

除郑凯卿、赵子俊是工人,文化程度较低,不具备独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能力外,其他如董必武、
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而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的.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即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首要任务,一是在党组织的活

动例会上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等
理论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当时武汉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学习资

料;二是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团体,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即分别在武昌、汉口建立了公开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１９２１年春,恽代英、黄负生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周刊,每周六出版,创刊不久,黄负生加入武汉早期

党组织,该刊实际成为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先后由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陈潭秋等

任编辑,李汉俊、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等在该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反马克思主

义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

国内较有影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期刊.武汉早期党组织还先后创办了«全民通讯»«反响»«真报»
«劳动周刊»(武汉)等报刊[５].

与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一样,各地早期党组织成员也大都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建立起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并在学习、研究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而成

长为共产主义者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二、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也重视对党所影响的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理论,必须要掌握工人群众,才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五四运动中,
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有了建立自己的政党的要求.建设工

人阶级的政党,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但是,又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本来也

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实现

３１第４期　　　　　　　　　宋　俭 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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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

密联系的革命政党.”[１５]他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然后到工人中去宣传、组织,帮助工

人中的先进分子领会科学社会主义,领会工人的历史使命,“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

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１５].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当时的社会历史条

件和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自己不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而需要“从
外面灌输进去”,承担这一“灌输”任务的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而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

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承担起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并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

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

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

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１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五四运动时期受俄

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他们深知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

的理论,工人阶级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承担,必须要到工人中去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工

人阶级掌握自己的理论武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日创刊的«浙江新潮»第１号在发刊词中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和劳动者联合的主

张,呼吁“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于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

致.”[１７]１９２０年５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五一”(MayDay)运动史»,他在文中

写道:“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

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

上的笔墨运动.”他号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唤起工人阶级的“觉醒”[１８].这一期«新青年»杂志还发表了反映上海、北京、天津、唐山、武汉、长沙、
南京等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了专门征集来的１２位工人的题词,表明具有初步共产主

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明确意识到要到工人中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都把到工人中去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唤起工人阶级的觉醒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如上海早期党组织在沪西小沙渡开办工人半日学校、
北京早期党组织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广州早期组织开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用通俗的语言宣传

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长沙早期党组织深入湖南劳工会对工人进行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济南早期党组织的王尽美、邓恩铭等深入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新城兵工厂、
鲁丰纱厂和电灯公司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开展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同时,各地早期党组织还创办

了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刊物.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０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

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在致大会的书面报告中,介绍了国内各地早期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情况:“我们的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许多周刊,如上海的«劳动界»、
广州的«劳动者»和北京的«劳动音»以及一个周报«来报».该部还为工人印刷一系列小册子和传单,
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人对话»、«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等.”组织部“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办了

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报告也专门谈到了武汉早期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活动的情况:“汉口组织,
它同城市工人,特别是印刷工人保持着牢固的联系.”[１９]

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非常重视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在早期党组织建立前,董必武、恽代

英、陈潭秋等即在工人和平民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１９２０年４月,恽代英、施洋、李书渠、包惠僧等组

织发起湖北平民教育社,“以补救失教育平民并研究督促平民教育之进行为宗旨”[２０],他们向民众广

而告之:“凡是无力量读书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读书,不要半文钱的学费.”[２１]同年夏,董必武、陈潭

秋、张国恩、钱介磐等创建新教育社和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在武昌开办多所以工人和平民及其子女

为主要对象实施义务教育的平民学校或工读学校,讲授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求得自身解放的道理.
陈潭秋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主要发布有关工运、学运的消息及评论,除供给武汉及湖北各报外,还邮

４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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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至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各大报纸[２２].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中的郑凯卿、赵子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中为数不多的工人出身的成员[２３],他们都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加入武汉早期党组织

的.如郑凯卿是武汉文华书院的校工,１９２０年２月,陈独秀来武汉讲学时住在文华书院,郑凯卿负责

照顾其饮食起居,陈独秀向他介绍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并教他如何调查武汉工人状

况,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郑凯卿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又受到陈潭秋、包惠僧的影响,并受邀加入武

汉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工人党员.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即“大力从事工人

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５].包惠僧、赵子健受派到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制造厂调查工人状况,撰写

了«我对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的调查报告.赵子健、包惠僧还通过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江岸扶

轮学校去当教员的方式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中共“一大”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至１１
月,包惠僧受中央派遣回武汉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通过开办工人识字班、工人夜校、工
人补习学校、职工子弟学校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据当事者回

忆:“这种工人识字班办的很广泛,连兵工厂都打进去了.主要的有三个工厂,即武昌的武汉第一纱

厂、汉口的英美香烟厂和汉阳的兵工厂(包括炼铁厂、制枪厂和火药厂)其他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纱
麻四厂、南洋烟厂,还有汉口的一个日本人的纱厂以及铁路工人中都有这种识字班.”[７]识字班从认识

“工人”、“阶级”等词汇入手,进而通过“我是粤汉铁路工人”等造句的方式,启发工人对自己阶级身份

的认同,再在此基础上分析工人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唤起其阶级觉悟.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想

方设法深入工人中间去开展宣传教育,当时,办工人学校是深受工人欢迎并能够最快接近工人的方

法,也最方便开展对工人的教育.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他和陈潭秋等到武汉中学第二部附近的湖北

纱厂去办夜校,做发动工人的工作和组织工会的情况,“那时,我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穿着长袍不好到

工人中去,我们就到厂里去办夜校,或通过访问学生家长,或通过同乡、亲戚朋友介绍到纱厂去,到车

站码头上去,到黄包车工人中去,找工人谈心,讲解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９].武汉党组织成员还

到粤汉铁路徐家棚车站、武昌第一纱厂、汉阳钢铁厂、武汉模范大工厂、京汉铁路江岸车站和郑州车

站、汉口租界人力车行做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２４].如包惠僧、李书渠、林育南

等深入粤汉铁路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将那里的平民夜校改办为工人补习学校,同时成立工人子弟学

校.陈潭秋、项英等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包惠僧在回忆中谈到:“那样的

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的一个学校,好像是沙漠里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
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２５]这些工作为后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以及粤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奠定了基础.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２６]正由

于武汉早期党组织对工人群众的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使得这一地区的工人群众较早被

发动起来,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自己的精神武器”,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组

织程度较好、觉悟较高、工人运动较发达的地区,并发展了一批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组

织,如后来成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主要领导人的江岸铁路工人林祥谦就是在陈潭秋、项英等的影响

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以董必武、陈潭秋等为代表的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也“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

起来”[２７].

　　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固然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基础的,特别是五四

运动中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但是,我
们必须承认: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主要不是由工人运动直接推动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习和理论教育直接推动的,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不是由产业工人而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

想的知识分子组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中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一个重要

特点.

５１第４期　　　　　　　　　宋　俭 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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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回忆中谈到,１９２０年７月他在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讨论建党问题时,
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
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
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２８]陈独秀说的这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正是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习中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也是由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的.１９１９年９月,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文章宣称:“人家

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２９]最早发出了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的声音.此后,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开始了建党问题的讨论,而这种讨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习联系在一起的.如当时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与国内的毛泽东围绕建党原则问题的讨论,就是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蔡和森在信中说:要“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

致)共产党”,“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毛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

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３０]«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词条中,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各地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做了简要爬梳,将各地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开展的主要活动集中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收集、购买各种中、外文马克思主义文献,并进行

编译和刊印工作;(二)组织会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研究;(三)用各形式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

传教育;(四)参加政治斗争;(五)吸收进步青年,扩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并指出:这些马克思

主义研究团体“在团结教育青年,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培养干部、准备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对党的发展壮大等方面,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３１]这种分析是准确的,揭示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作用,国内６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都

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生相伴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密切互动

关系.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同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呈密切的互动关系.武汉早期党组织是

在陈独秀、李汉俊等的指导下建立的.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一九二○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

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
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７]包惠僧回忆:１９２０年“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他
在上海同陈独秀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２５]而据吴德峰回忆,
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前,董必武、陈潭秋等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

子,他们在各学校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团结教育学生,有的组织读书会,有的组织同乡会,有的组织

学会,并利用学生联合会进行工作”.小组还“出版两种刊物:一种是内部发行的,叫«我们的»,油印;
一种是公开发行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叫«武汉星期评论».”[８]

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作为党组织的主要工作,要求早期组织每周开

会学习一次,每次会议都做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在原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

基础上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早期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形

式,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约２０余人都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３２].包惠僧

后来在回忆中谈到,当时马克思研究会学习的书目主要有“«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

«资本论浅说»、«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及关于

巴枯宁、克鲁包特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及传记”[２５].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董必武、陈潭秋等发起成立武

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宗旨,吸收和引导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扩大了党组织在武汉进步青年中的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准备了后备力量.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１３名代表中,湖北籍代表就

有５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汉地区建党活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密切互动的成效.
需要指出的是,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其中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是系统的,而是零散的,其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著作多是介绍性的第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献,真正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不多,能够读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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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受当时翻译水平所限,其中多有不准确不正确之处,这必然影响到他们对马

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董必武在回忆中曾谈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
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陈望道翻译的,考
茨基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列宁的东西,翻译过来的较晚,大革命时期翻译的比较多.有一本«价值

利润»是李季译的,李季看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少,但是观点比较模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没有

的.”[７]包惠僧也谈到:当时“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共产党员才学

习马列主义”,且“一般同志的思想情况:反对现状,憎恨政府是主要的,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

义的远景都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２５]这反映出在党的创立时期,由于当时学习条件的限制,早期党

组织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基本上是能找到什么就读什么,所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水平也不高,这就必然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确把握.这种情况不仅表

现在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的学习中,在各地早期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中也普遍存在,从一个

方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理论准备不足,一些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共性问题.对

于这种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人较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刘少奇曾明确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
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

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所

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
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３３]毛泽

东也谈到:“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３４]因此,他高度重视党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他向全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
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１６].“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

学习不可”.“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３５]他还要求全党要系统的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３６]深刻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结　语

　　由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活动可以看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

伊始即形成的一大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和教育放在突出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全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

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

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１６]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毛泽东一再要求全党必须重视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他还提出了要组织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
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

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

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３７]刘少奇也强调:“现在,我们的一

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中国党如果没有很多的

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样大的国家达到社会主义.”[３８]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来武装全

党,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各种风险和考验

面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大秘诀.今天,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
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２]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教育,提高全党的理论修养,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

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３９]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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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要求全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４０]在这种背景

下,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坚持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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